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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的历史成长：

机制、功能与经济中心地位之消长（1843-1956）

张忠民

摘要：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上海经历了从前近代传统经济到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又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论述这百余年中上海经济的机制、功能变迁及

经济中心地位之消长的发展历程，可为今日上海之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可取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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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埠前期上海贸易的发展及城市经济功能的变化（1843-1894）

位于太平洋西海岸、中国沿海南北海岸线中点的上海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黄浦江的优良港湾，吴淞江等大小内河水道将

上海与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紧密联成一片；广阔的经济腹地，赋予了上海开展贸易、发展经济的巨大潜质。从宋元至明清，

开埠前的上海曾先后有“小杭州”、“小苏州”、“小广东”之美誉
1
，并且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在传统社会中的自身两大经

济支柱产业——手工棉纺织业和沙船运输业。开埠以前，西方商人虽还未直接到上海贸易，但上海口岸与东南亚各国（如暹罗）

的海上贸易始终没有间断。当时的上海县城，各地商贾汇集，城厢内外已建有26个工商业会馆公所。县城外沿黄浦江一带，行

肆林立，码头泊位占据了大部分江岸。上海已是当时中国南北贸易的最大商港，江南以至东亚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
2
。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向西方世界开埠。上海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1847年，

上海进口外国船舶102艘，载重26735吨，1855年已达437艘，157191吨。1853年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已从开埠初期不足全国外

贸额的10%猛增至占全国的50%以上，超过广州而雄踞全国第一
3
。自此，上海的对外贸易额基本上都要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

50-60%。外贸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贸易。上海的进口商货，除少数留存本埠消费，

大部分都经上海转销国内各地；上海的外贸出口货，一半以上是来自国内其他口岸的转口货物。1894年，上海从国外进口

货物总值9326万海关两，其中67%、6261万海关两货物转运至国内其他通商口岸；出口总值5842万海关两中，来自国内其他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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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通过上海转口的有2095万两
4
。

贸易的发展也推动城市经济组织和经济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首先是西方商人开设的洋行的出现。1847年，上海租界内

已有进出口洋行24家，1895年增加到116家
5
。早期西方洋行多为代理或自营进出口以及与之有关的事务，范围涉及贸易、航运、

金融汇兑、保险等等。60年代后，洋行总揽进出口以及关联业务的局面发生变化，各种专业的轮船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纷纷

出现。到1885年，上海已先后有7家外商轮船公司，资本额达白银89.4万两。1850年，上海出现第一家外商银行——丽如银行，

到1893年，先后设立的外资银行达16家。其中1863年开设的汇丰银行很快就在上海新兴的金融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贸易的发

展也改变了上海旧有的商业经营方式和商业组织，刺激了新兴商业行业的产生和新式商业资本的兴起。它们主要集中在与外贸

有关的洋布、百货、五金钢铁、颜料、洋广杂货、西药等经销进口货的商业行业，以及生丝、茶叶等与出口紧密相关的行业中。

其商业组织形式如“清洋布店”、“洋货店”、以及“丝栈”、“茶号”等等，不仅已成为国际产业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延伸，

而且经营方式也渐向西方企业制度靠拢。贸易的发展也推动了近代上海工业的产生。上海最早的近代工业是由外商开设，与外

贸有关的船舶修造厂、缫丝厂、打包厂，以及与城市基础设施相关的电厂、煤气厂、自来水厂等等。之后，除了官办、官督商

办的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局外，上海的本国资本工业企业也在船舶修造、缫丝、木材加工、面粉、印刷等行业中相继出现。

最后，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城市的发展1894年，上海租界屡经扩大，人口已近30万，华界人口则在50万以上。城市面积的节大，

市政设施的完善，城市人口的增加本身即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们反过来又创造出新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推动了城市

经济的发展。

概括此期上海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开埠以后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使上海地理区位的潜能得以逐步发挥，

以外贸为先导的产业格局推动了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并由此而引起经济机制转换以及经济功能和地位的变动。上海开始从前

近代社会的传统城市向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近代城市转化。上海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渐渐显露。

二、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1895-1937）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上海城市和上海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上海经济中心地位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

这可以从近代制造业的发展及工业中心地位的形成，贸易的发展以及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金融中心地位的

形成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1895年后，上海的外商工业企业，首先是棉纺织业得到较快发展。1895-1913年，全国开办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商工厂共

有91家，其中上海占了43家，占总数的45.1%
6
。1913年，上海英商怡和纱厂、英美烟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耶松船厂，日商上

海纺织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等35家主要外商工业企业资本总额达5436万元，加上其他规模较小的工厂，资本总额达6346

万元。1931年，在经上海市社会局调查的1500家工厂中，资本总额2.03亿元，工人总数22.26万人。其中外商工厂资本1.9亿元，

华商工厂资本1.03亿元
7
。上海的本国资本工业在1895年后发展也很快。1911年，上海已有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工厂90余家。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列强忙于战争，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及资本输出，上海的民族工业更是进入了一个被称之为“黄金时

期”的发展阶段。20世纪以后，上海已经逐渐形成了较具规模的杨树浦、闸北、沪南、沪西四大工业区。1912-1928年，上海新

开设的本国资本工厂总数在1000家以上，并且形成了以轻纺为主、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1928年，上海工业已有纺织、化学、

印刷、机器、食品、器具、日用品以及其他8大类54个行业，各类工厂1781家。至抗战前夕，上海全市已有近代工厂550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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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工厂16851家，手艺作坊35615家
8
。上海的近代工厂、产业工人数量，以及工业产值大致已占到全国近代工业的50%左右。

上海近代工业的发展，使得上海在20世纪前期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具体表现在：第一、近代上海工业在中国近

代工业中已占有绝对优势。1933年，上海有30人以上的华商工厂3485家，占全国十二大城市同类工厂总数的36%；资本总额1.9

亿元，占总数的60%；生产净值7.28亿元，占总数的66%。第二、上海机制工业品的市场覆盖面遍及全国，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

的工业品生产、供应基地。1912年，上海工业产品总输出额为0.81亿海关两，到1921年已增至2.76亿海关两，增长了2.3倍。第

三、上海拥有当时中国数量最多，整体素质最高的企业家阶层，以及稳定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队伍。第四、

上海工业整体的技术水平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上海工业的资本规模、技术构成、经济效益等等都大大高于全同平均水平。

第五、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不仅集中了最大量的本国资本工业，同时也是外尚在华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城市，许多国

际大资本都以上海为主要工业投资地区。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外商在华工业投资的67%集中在上海。上海已是名符其实的近代

中国的工业中心。

贸易的发展以及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表现在三大贸易市场的扩大、近代贸易机制的确立以及贸易条件的完善等三个方面。

近代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量，1894年时还只有1.55亿海关两，1913年已增至4.21亿海关两，1931年更增加到11.11亿海关两，

较1894年增加了6.1倍。1895-1906年间，上海直接对外贸易额始终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以上。此后，比重略有下降，但除

1922年外，大体上都保持在40%以上
9
。30年代后，上海外贸占全国的比重又有上升，1936年占全国外贸总额的55%O贸易总额持续

增长的同时，贸易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进口商品品种从19世纪70年代的近百种猛增到20世纪的1000余种，其中应国

内制造业发展需要的生产资料类的机器、五金电器材料，以及生产原料类的钢铁、矿砂、农产品等进口数量增加更快。出口商

品中，传统丝、茶出口比重下降，豆、豆饼、桐油等农副产品以及加工产品的比重上升。更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本埠生产的机

制轻工业产品向香港、南洋等海外市场的出口迅猛增长。1913年上海口岸轻工业产品出口只占出口总额的0.17%，1936年已上升

到3.95%
10
。

国内贸易中最重要的是埠际贸易。20世纪后上海与国内各口岸的埠际贸易发展很快。在与外贸相联系的国内埠际转口贸易

中，大体上在福州以北、山东以南的沿海区域，以及内地各省区的土货出口以及洋货输入都必经上海口岸。1860-1930年间，在

国内一个口岸到另一个口岸的再出口商品总值中，上海平均要占到68%。上海生产的纺织品、药品、水泥、火柴、皂烛、搪瓷、

橡胶制品、面粉等几十种产品有一半以上都是运销内地市场。上海的埠际贸易总值1913年为4.25亿海关两，1921年为6.47亿海

关两，1930年已达9.44亿海关两。20世纪30年代，国内埠际贸易的18种最主要商品中，除花生仁一项外，其他都是以上海为最

主要的输出或输入商埠。总计1925-1935年，上海与国内各通商口岸的埠际贸易大致要占到全国埠际贸易总额的38%左右。1936

年，上海埠际贸易出口额为4.63亿元，占全国的39.1%；进口额为4.28亿元，占36.2%。上海埠际贸易在全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
11
。

本地批零商业在20世纪上海人口迅速增加，以及南来北往流动人口为上海集聚巨大购买力的背景下，造就了近代中国最大

的本地商业消费市场。20世纪20-30年代，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先后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开张，

南京路已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商业购物街。市区内公馆马路、霞飞路、静安寺、小东门等处也已形成主要的商业街区。市区周

边沪西、沪北、沪东等地也兴起、形成了一批以中下层市民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商业中心。1933年，上海已有大小商业店铺7.2万

8

9

10

11



4

户，其中公共租界2.28万户，法租界1.12万户，华界3.8万户。1936年，全市商业店铺再增至86639户
12
。一个从批发到零售，门

类齐全的商业网络在上海已完全形成。上流社会新奇时尚的时髦消费，中产阶层追奇猎新的消费倾向，以及下层居民广泛的生

存消费需求，造就了一个国内最大、最重要的消费社会。

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上海近代贸易机制的确立和完善。对外贸易中，主要的贸易机构仍是进出口商行，但与19世纪后期

西方洋行在外贸中一统天下不同。20世纪后，上海华资外贸商行逐渐增多。1936年，上海917户专业进出口商行中，西方洋行559

户，日商洋行116户，华商进出口行已有296户。国内贸易中，上海不仅有大量的本埠批发字号，经营国内埠际贸易，而且还汇

聚了被称之为“客帮”的大量外地商帮。各省重要的批发商号或大型零售商店多在上海长期驻有俗称“庄客”的“申庄”派遣

人员。上海的商业贸易通过洋行、本埠行庄、批发字号、外地坐庄、客帮贩商以及零售店铺、收购商贩等等，在上海口岸到内

地之间形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流通网路，从而保证了上海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

近代上海商业贸易的发展离不开上海城市港口、航运、邮电通讯等现代贸易条件的完善。进入20世纪后，上海的港口码头、

泊岸仓库、航运水道、交通道路、邮电通讯等等都有极大发展。1936年，全国拥有船舶吨位500吨以上的华商轮船公司，总部设

在上海的占62%。上海港吞吐能力19世纪末仅为350-380万吨。1931年己激增至1265万吨；同年，上海港进出船舶总吨位达42万

吨，创历史最高记录。20世纪30年代，上海外贸货物吞吐量平均占全国的55%，内贸货物吞吐量占38%，上海港已跻身世界十大

海港之列
13
。此外，如铁路运输。邮电通讯等等也为上海的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30年代的上海已经名副其实

地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

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可以从三大金融势力的并存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育及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诸方面加以

观察。

20世纪前期，上海金融业发展的特征之一是外资银行、华资银行以及钱庄三大金融势力的并存。19世纪后期，上海外商银

行一度是英商汇丰银行的天下。1895年后，上海外资银行纷纷设立，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及美国花旗银行与原先的汇丰银行一起形成了外商银行六强并存的局面。1935年，上海共有外商银行28家，

占全国主要通商口岸外商银行总数的33%。上海的华商银行自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发展速度极快。1921年全国27家重要

银行中有22家总行设在上海，业务比重达3/4以上。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组、设置国家银行系统的“四行两局”，总

行或总管理处也都设于上海。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上海实有华资银行80余家，其中总行设在上海的52家，总行设在外埠而

在上海设立分、支行或办事处的29家。此外还有总行另设的分行或办事处80余家。钱庄是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20世纪以降，

钱庄以及其主要的信用工具庄票在上海的金融业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抗战前夕，上海加入钱业公会的汇划钱庄约有46家，

另外还有兑钱庄70-80家。1925年，在上海金融势力的资力构成中，外商银行和中外合办银行占48%，华资银行占37%，钱庄占15%。

存款总额中，华资银行占40%，外商银行为25%，钱庄为33%
14
。三大金融势力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业务范围各有侧重。外商银行

主要分布于外滩；华商银行主要分布于江西路一带；钱庄则主要集中于宁波路、天津路周围。外商银行在国际汇兑中占有优势，

华资银行在吸收存款以及对工商业投资、贷放款中据领先地位，而钱庄则在商业贸易的结算、埠际资金汇划以及银拆、洋厘等

传统金融业务方面居主要地位。

金融市场方面，20世纪20-30年代，无论是以同业拆借、票据贴现为主要内容的短期货币市场，还是中长期借贷，或者公债、

股票交易等长期资本市场都已初具规模。国家银行、外资银行、华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等各种金融机构皆以上海为大本营，

上海已成为中国以至远东的外汇交易中心、黄金交易中心、汇划中心、融资中心以及证券交易中心。上海的外汇交易20年代以

前主要以汇丰银行挂牌汇率为准。汇丰银行买卖的外汇总额经常占社会外汇成交额的60%-70%。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总

12

13

14



5

行设于上海的中央银行挂牌汇率成为全国统一的官定汇率。上海的黄金交易主要在1921年成立的上海金业交易所内进行，主要

交易品种为0.978成色、漕平10两1条的“标金”。1924年，交易量为2870万条，1926年增至6232万条。交易量之大，在世界黄

金市场上仅次于伦敦和纽约，是远东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上海在国内贸易中汇划中心的地位主要是通过“申汇”而与各地维

系。上海钱庄开出的庄票称之为"申票"，是国内贸易主要的信用工具和汇划票据。20年代末、30年代初，每年市面上流通的庄

票数额高达白银20亿两以上。上海与国内各主要通商口岸的内汇汇率都以上海钱庄挂牌行市为准。

此外，还有以上海为中心的银行系统的资金汇兑。抗战前，仅中国银行在全国就有分支行及通汇点200多处，每年8亿元左

右的国内汇兑额中约60%是内地汇到上海的汇款。20世纪前期，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融资中心不仅表现为社会游资、银行存款、

同业拆放、长期借贷的资金融通中心，而且还是国债、财税资金的流转中心以及证券交易中心。上海银钱业的同业拆借以及贷

放款中，大量的是向外埠拆借以及向外埠工商业的贷放。上海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内外债融资的重要场所。清政府举

借外债的款项往来多通过上海的外资银行进行；北洋时期历届政府发行公债，上海银行也是重要的承销物件；南京国民政府时

代，历次举债更都是以上海为中心进行。近代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开始于19世纪末，最早的证券交易所是1891年开设的外商上海

股份公所，交易证券主要为外商公所股票以及租界当局发行的各种债券。上海最早的华商证券交易机构是1913年成立的上海股

票商业公会（1920年更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交易证券有政府公债、铁路公债以及华商公所股票。上市公司包括外埠的

大企业如汉冶萍、大生纱厂等等。1920年11月，上海又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1933年，该交易所证

券交易部分归并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后者成为上海唯一的华商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品种以公债居多，成交额中98%以上为公

债，1927年公债成交额达2.39亿元，1931年增至37.57亿元，几为全部公债发行额的2.3倍。1934年，公债年成交额高达47亿元。

交易数量和规模都远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之上（1933年上半年，北京证券交易所成交额仅0.17亿元），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证券交

易中心。

凭借数量众多的各类金融机构以及遍及全国的分支机构和同业行庄，凭借日渐扩展的各级各类金融市场，20世纪20-30年代，

上海已完全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龙头所在。上海金融银根的紧松，汇价的涨落，利率的变动，存银的多少，证券行情的上下，信

用的张弛，一举一动都维系和左右着全国的金融行情、市场行情和经济局势，上海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国金融中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已形成了多元化、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

以上海城市总体的产业结构以及演进轨迹观察，金融业、商业贸易以及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仍是上海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上海首先是一个繁华的商业都市，其次才是一个工业城市
15
。上海城市的经济功能也表现为既是商业贸易中心，又是工业中

心、金融中心合而为一、多元化的经济中心。上海不只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同时还是国际资本在中国以及远东的汇聚点，是世

界市场的东亚枢纽。

三、经济环境的变迁以及城市经济功能与地位的起落（1937-1949）

近代上海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八年抗战期间，上海的社会经济

环境，城市的经济功能与地位都发生了极大变化。战争初期上海经济遭受重创。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上海经济在战火中损

失甚臣。上海毁于战火的工厂合计多达2270余家，资产损失至少在8亿元以上
16
。1937年下半年，上海对外贸易也因为港口封锁、

航运断绝等原因急剧下降。外贸重心呈现出向天津和广州转移的迹象。沪战爆发前后，上海又有150多家重要工厂内迁，中、中、

交、农等国家银行也相继迁往内地，上海的资金、设备暂时都发生分流。华界沦陷后，沦陷区内工厂企业多被日军以“军管理”、

“委托经营”、“中日合办”等方式控制。战前上海作为全国以及远东经济中心的地位受到重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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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后，战事西移，上海租界因为有国际条约的保障，战火未及，租界与国内外海路交通也很快重新畅通，东南诸省避

难人口、社会资金汹涌而入。处于日军包围下的租界孤岛出现了一时的工商业繁荣。

首先是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租界地区新建的大小工厂达1900余家，公共租界及租界越界筑路

地区所设的大小工厂总数已达4250余家。其中尤以战前多为进口洋货竞压的化学、造纸、五金、机器等行业发展最快，进口洋

货的替代产品以及行销南洋市场的日用生活消费品生产量增长最速。其次是商业贸易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1939年，上海租界

房地产成交金额高达4266万元，仅次于战前最高年份的1933年，建筑业的开工、竣工数量也达到5年来最高的水平
17
。对外贸易

1938年虽有较大萎缩，但到1939年，情况已有很大改观。1940、1941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超过战前1936年的水平
18
。进口商品

中，因日军统制以及国内来源受阻的粮食、棉花、燃料等生活用品及工业原料大幅度上升，进口值居进口商品之首；出口商品

中，仰仗内地供应的农副产品出口下降，上海本埠生产的轻工业制成品上升，香港、南洋等海外市场扩大很快，对外贸易出现

历史上少有的出超现象。1937年，上海至香港、南洋的出口额仅占上海出口总额的11%，1941年1-10月间已猛增至45%。1938-1941

年间，棉纱、布、针棉织品等9种主要轻工业品的出口值已占到上海全部出口值的22.88%。国内埠际贸易中，上海通过香港以及

东南沿海宁波、温州等口岸向内地的贸易也旺盛不衰。1940年，上海的国内埠际贸易总值高达13.15亿元，其中出口额9.56亿元，

占全国埠际贸易出口总额的63.98%，进口3.59亿元，占全国埠际贸易进口总额的24%，出超额高达6亿元之巨
19
。再次是资金的集

中。1938年后，不仅内地富户多携资金来沪避难，内地银行迁至租界继续营业，而且原来流入香港、南洋一带的海外资金也多

回流上海。1939年下半年，仅从香港一处流入上海的资金即达15亿元，全市中外银行存款高达到亿元，约占当时全国存款总额

的60%。1941年上半年，上海的游资总额已达57亿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1940年底法币发行总量78.7亿元的213以上。资金的集

中一方面极大增加了上海金融业的资力和对社会工商业的投资、贷款能力，支持促进了工商业繁荣；另一方面，大量游资也刺

激了战时物资紧张情况下，以囤积居奇及黄金、外币、证券买卖为主要内容的投机事业，形成了史学家们常称之为的“孤岛繁

荣”。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全面占领租界。租界内的英美等西方国家企业皆被日军当局以敌国财产封闭或没收。

同时，日军又从侵华战争需要出发，对金属、棉纱等几十种重要的工业原料、工业产品实行统制。上海的海上交通也被封锁管

制，原料进口断绝，海外市场丧失，工业用电因燃料缺乏受到严格控制。这一切使得上海工业在1941年后顿见中落。以工业用

电为计算口径的上海工业生产指数，1941年还有1936年的80%，到1943年只及40%，而从1944年到1945年8月，在燃料来源断绝，

电力限制极严的经济统制背景下，上海工业生产量还不及1936年的1/4
20
。

对外贸易在太平洋战争后，由于海运不通，商轮绝迹，远近洋贸易一概停止。上海完全丧失了作为中国以及远东国际贸易

中心的地位。国内贸易也由于日军严厉的物资统制以及流通运输上的困难而萎缩停滞。上海市内物资紧缺，物价飞涨，黑市盛

行。物价指数若以1936年为100，1942年已达3452.6，1944年更高达100739.4。1944年的货币购买力仅及1936年的0.0993。与此

同时，上海市面上游资充斥，黄金飞外汇、股票买卖风行，房地产交易兴旺。新设的工商业企业中，以与金融、房地产有关的

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各类企业公司为数最多。1942年，上海共有大小银行、钱庄402家，其中银行208家，钱

庄212家，较战前分别增加了134家和120家。上海的证券交易在孤岛时期已私下授受。1940年，上海信托业同人联欢会自设中国

股票推进会，介绍买卖股票，品种达85种。同时，租界内还有外国商人的“上海众业公所”，上升交易外商企业股票、债券达

150多种。日军进入租界后，西商上海众业公所被勒令停止交易，华商股票公司却逐年增加，1942年已达142家。1943年9月，上

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被允准重新复业，很快成为上海游资重要的投机场所。与战前的上海证券交易以债券交易为主不同，战时证

券交易所的交易品种已经是以股票为主，上市交易的公司股票最多时达190余种。房地产交易，1942年全年交易额为1亿元，1943

年达5亿元。1944年，全市房地产公司仅加入房地产同业公会的有300家之多。各种名目的企业公司竞相开设，最多时也达3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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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些企业公司既不同于战前的工厂企业，也不同于一般的商业字型大小，它们从实业到贸易，从金融到证券、房地产，经

营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并且还形成了诸如新亚集团、中法集团之类跨行业、跨部门的资本集团。企业公司的组织形式成为战时

上海企业制度变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上海一扫八年战争之阴影，力图重振经济，再展东亚经济中心之雄风。以工业而论，1945年

抗战胜利前夕，上海约有工厂4100家。到1947年，上海已有工厂7738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54.9%；产业工人36.74万人，占全

国产业工人总数的53.8%。上海近代工业的机器设备为全国各大城市工业设备的65.7%01948年，上海88种工业行业有大小工厂

12570家，产业工人45万。上海棉纺织业拥有占全国总数50%的纱链，60%左右的织机；毛纺业拥有的纺锭占全国的80%；卷烟工

业占全国的70-80%；面粉工业产量占全国的近40%，上海继续保持着全国工业中心的地位。以贸易而论。1946年上海进出口贸易

额高达6.68亿美元，占全国外贸总额的80.3%01947年，上海华商进出口行最多时达1464户，为抗战时期1941年613户的2.39倍。

以后数年，上海外贸在全国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仍占全国的61.7%，远远高于抗战前水平
21
。从市内

商业来税，战后的上海商业已有20多个大类、200多个行业，每个行业又有门类齐全的内部分工。全市除了数以10万计的批发字

型大小、百货公司、商业店铺外，还有面粉、金业、纱布、杂粮油饼、证券物品等交易所，以及七八十个各种行业的茶楼交易

市场，其交易量之大，在全国首屈一指。再拿资金来讲，1946年后，内地战区有产阶级掀起携资迁沪高潮。上海人口1947、1948

年高峰时曾达600万人。1946年最后3个月中，全国各地流入上海的资金高达法币6000亿元，加上上海原有的2000亿元，上海集

中的游资高达8000亿元
22
。1946年底，上海有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合作金库等大小金融机构564家，占全国金融

机构总数的10.4%01947年8月间，上海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数额高达14000亿元，占全国存款总额的56%。

战后上海虽然仍然保持着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但与战前相比，国家资本、官僚私人资本的膨胀，以及国家经济政策对社

会经济的干预和影响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一度实行放松进口管制以及低汇率（l美元兑2020法币）的双重外贸、外汇政策，上海对外贸易

出现巨额入超。1946年，上海外贸进口额竟占出口额的5倍，入超金额高达4.46亿美元，占全国入超总额的94%。形成巨额入超

的进口商品绝大部分是美国的战后剩余物资及倾销物资，大至汽车，小至口红，充斥上海市场。上海的本国资本工业因进口货

物的冲击苦不堪言，纷纷倒闭破产。1947年后，国民政府提高外汇汇率，并改行进口配额制，外贸出超始有改善，但直至解放

前夕，外贸入超局面并未改观。1948年，上海外贸入超仍达0.44亿美元。

货币金融政策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莫如通货膨胀。上海的通货膨胀在战后不久即初见端倪。1945年9-12月，上海批发物

价指数已上扬71.5%。此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上海已成通货泛滥的基地，逐日增大的发行额有一半以上从上海发出，各地的

新发行额以及社会游资也因时局变化等原因迅速流向上海，上海的通货膨胀扶摇直上。1946年，物价指数上涨了7.7倍，1947年

上涨14.7倍，1948年头8个月又上涨56倍
23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又以1：300万收兑法币，发行金圆券，并且强制民间低价兑出

金银、外币，并限制物价，冻结工资。到10月底，共收兑民间金银外币1.9亿美元，其中上海收兑量占全国之半。1948年11月，

国民政府被迫放弃限价，上海物价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当月物价指数较9月份上涨了1123%。进入1949年后，上海物价

更以惊人速度上涨。总计1945年9月到1949年5月的3年零9个月中，上海物价指数上涨了3.5万倍，如果加上法币折合金圆券300

万：1的因素，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的物价指数己是抗战前1936年时的363660亿倍
24
。

在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上海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受到极大干扰，社会工商各业在国家掠夺性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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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政策下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社会工商业者以及各阶层人民在1948年8月的币制改革中，被迫兑出近亿美元的金银外币；同时

期限制物价激起的抢购风潮又使上海工商业损失资金高达2亿元金圆券，折合黄金200万两。在通货膨胀越演越烈的1948年下半

年及1949年上半年，上海工业生产萎缩，停工倒闭时有发生。近代上海经济在经历了近百年发展后，又一次面临一个巨大的历

史转折：国家资本大规模外移台湾；民营资本一部分外流，一部分也是消极彷徨，外商企业也开始大规模收缩。伴随着人民解

放军的隆隆炮声，上海经济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四、上海经济功能、地位之再造（1949-1956）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标志着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开始。与新旧政权更替，旧国家机器被彻底粉碎而代之以新政权

不同，解放后的上海，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旧经济格局仍是上海经济的主体，这种旧有经济格局与特点主要反映在：由于上

海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是以商成市、以港兴市，贸易→金融→工业→经济中心的发展道路，上海经济结构中，商业贸易及金融业

始终占有极大的比重，反映在上海城市的经济功能上，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更是一个贸易、金融、经济中心；

在上海的工业结构中现代工业虽已占84%的比重，但轻纺工业长期以来一直占有绝对的比重，特别是纺织工业几乎要占到全部近

代工业的60%；与前述工业结构特点相联系，上海城市经济，特别是近代工业对国内外市场的相关程度极高，国内市场既为上海

工业提供大量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同时也是上海工业制成品最大的销售市场，国外市场则是上海工业机器设备、重要生产

原料的主要供应者，国内外市场的些微变化都会使上海经济格局，特别是工业格局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与上海的发展历程

及产业结构和经济地位相适应，上海既是一个工商业生产性城市，同时更是一个消费性城市，各阶层社会人口的大量聚居，以

及相应购买力的汇集，使得上海城市经济中的消费服务行业特别发达，新政权建立后，由于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这些行业已

失去了昔日稳定的消费主顾，整个城市的消费行业，特别是奢侈性消费行业面临历史性的大改组。

解放初的上海，在骤风暴雨式的政治变革之后，暂时少有变化的经济格局已经呈现出与新生政治制度和社会阶级变化不相

适应的状况。新旧政治、经济制度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就是上海解放后不久即出现的，工厂生产开工不足，市面滞缓，以及物

价上扬的三大经济问题。工业生产开工不足在1949年下半年及1950年上半年尤为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国内外市场变动后，昔日

依靠海外市场供应的工业原料来路断绝，国内市场也因局势未平等原因，一时难以为继。1949年7月，上海87个工业行业13647

家工厂中，开工厂家仅占25.9%，停工的达74.1%。即使是开工厂家，开工率也只有生产能力的20-50%。1949年底，68个工业行

业10078家工厂中，开工率也只有61.7%
25
。市面滞缓的突出表现是外埠市场销路不畅，市场交易萎缩，货物积压严重。1950年3

月初，上海商品市场总成交额仅及前2个月的30%左右。上海六大百货公司3月份的营业额仅及1月份的50%不到。其中尤其是高消

费行业营业更为清淡。与上述经济不景气相随的还有物价的大幅上扬。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20倍。

1950年上半年物价继续看涨，6个月中又上涨了40%
26
。这些都给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恢复上海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就必须实现对经济局势的控制，首先就是对旧有金融、商品投机势力的管制和取缔，以及对市面的

控制。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公布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命令》，

规定以金圆券10万元折合人民币1元的比价进行旧币的收兑。7天中，收兑金圆券36万亿元，占金圆券发行总额的53%。然而即使

如此，社会上以银元黑市买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投机势力仍然十分猖獗。为了根绝与人民币流通相抗衡的地下金融势力，6月10

日下午，上海军管会一举查封了汉口路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取缔了银元的黑市交易。至此，人民币遂成为上海市面上唯一合

法的流通货币。在对市面的控制方面，新生政权在解放后的半年内，除了上述取缔银元投机商外，还经历了在商品市场上与粮

棉投机商的斗争，以及组织制止设及全国物价大涨风的斗争。三次大斗争沉重打击了市场投机力量，从根本上平稳了上海的经

济局势。

经济局势平稳之后，经济工作的重心就开始转向对私人工商业的控制。这主要从两个环节入手：一是凭借国家政权以及国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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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经济的力量，通过控制市场来控制私营工商业；二是利用国家法令、法律直接干预工商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如规定私营金

融机构不得从事金融投机、商品投机等等。表现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就是著名的“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就是要在国有经

济尚未能占绝对优势、私营经济又尚未能完全取消的情况下，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起一定的作用；而限制

是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不是任其自由的“天高任鸟飞”，而是在国家允许和规定的范围内延续；至于改造则明白无误地

表明利用、限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改造、也就是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这对当时的新生政权以及坚信社会主义

公有制必定优于和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和国领袖们来说，是坚定不移的。

在对私人工商业实行控制的同时，新生政权也开始了更为重要的新国有经济的建设。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迅即没收了上

海境内全部前旧政权以及旧政权官僚的财产，在此基础上，组建起了上海解放后最初的新国营经济。工业方面，没收接管了157

个前政权的轻重工业企业单位，1949年底，在没收接管基础上形成的上海国营工业在上海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己占16.5%。1952年，

国营工业产值已上升到全市工业产值的27.7%
27
。国营商业方面在接收前政权贸易机构的基础上，组建起了以商业批发为主的国

营贸易机构——上海市贸易总公司和国外贸易总公司，粮食、化工原料等专业公司以及下设批发站和基层商店。1952年，国营

商业批发额已占上海批发总额的56.3%，零售额占23.4%。

国有经济建设之外，要真正实现上海经济功能地位之再造，更重要的还是要对总量庞大的私营工商业（或者称之为资本主

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主要形式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以及公私合营

的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

上海私营经济中的公私合营早在解放后不久的1949年下半年即已出现。为数不多的合营企业主要是国家通过没收旧政权资

本在私营企业中的股份，并将其转化为国家公股而实现的，方式也仅是一家一户分别进行。1949年，上海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仅

15家，产值只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0.4%；1951年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产值也只占上海工业产值的4.3%。1953年，中共中央提

出“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即成为上海经济工

作的基本任务，公私合营步伐加快。在此之前，1952年底，上海的私营金融业已在中央“坚决淘汰私营行庄”的决策下，实现

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已全面确立了在上海金融业市场上的领导权和经营权。1954年，上海又有211个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

实现公私合营，合营工业企业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0.3%。1955年，上海棉纺、毛麻纺、卷烟等8个行业率先在上海私营

工业中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一个全面公私合营的高潮已在上海出现。1956年1月20日，在“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

大会”上，除过去已经实现合营的企业外，全上海205个私营工商业行业，106274户私营工商业企业被一次性批准实行公私合营
28
。在此同时，上海的个体手工业、摊贩等也以合作社、联营等方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原定用3个五年计划，大约15年时

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在3年不到的时间里，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轰轰烈烈地提前完成了。

以对资改造的完成为标志，上海工商企业的企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合营以后的工商企业，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

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均由国家有关部门委派任命，公方代表作为党和国家的派出人员，在企

业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企业的生产经营逐步听命于国家主管机关的指令性计划，企业利润上交国家，企业所需资金、设备4

原料、物资皆由国家按计划调拨。上海的工厂企业已从原来市场经济体制下独立自主的经营法人逐步转变成为计划经济下的国

家生产供应部门。这是上海企业制度发展历史上意义极为深远的历史性转折。上海已经从旧日市场经济下多功能的经济中心逐

步开始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工业基地转变。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上海的社会经济将以新的路径和特点开始新的成长。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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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简短的结语

19世纪中叶之前，上海还完全是一个传统社会。依托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以及上海港的有利地位，上海在国内贸易中具有重

要地位，但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基本上处于分离的状态。上海开埠以后，19世纪后半叶，在以外贸为先导的推动下，上海城市

的经济功能与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9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并且在内外贸易一体

化的推动下，开始了近代经济的初始化进程。进入20世纪以后，条约口岸的特殊地位以及上海本身优越的地理区位，使得上海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城市面貌发生极大变化，并迅速成长为中国以至远东的工业、商贸、金融和经济中心，成为国际资本在

中国以及远东的汇聚点、世界市场的东亚枢纽。20世纪3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的变迁使得上海城市的经济功能与地位发生了相

应的变化。抗战时期，上海经济对全国的影响力、辐射力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数年，上海经济历经艰

难曲折，几近崩溃局面，历经百年成长的上海经济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1949-1956年，对上海经济来说是旧时代结

束、新纪元开始的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上海经济不仅完成了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向高度集中统一的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过渡；并且随着这一历史性过渡的完成，上海的经济功能和经济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1843到1956

年，一个多世纪的上海经济，先后经历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两大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年

代和发展阶段，上海经济具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内涵和发展经验。在前一个时期，贯穿始终的中心内容是上海如何成长为全国的

经济中心；而后一个时期，贯穿始终的中心内容则是如何在对资改造的基础上，建立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和企业制度，并且向

日后的“老工业基地”过渡的问题。

从历史的观点看，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经济的成长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

上海经济的历史成长不只是上海自身要求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客观的自然、社会、历史、现实因素交会、融合的结果。首

先是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以及怎样充分发挥这一地理区位优势在上海经济成长中的基础作用。其次是上海经济之所以能够在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内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与其生生不息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着莫大的关联。创新的精神、创新

的冲动以及创新的环境，即全方位的全面创新，对于上海经济的百年成长始终具有首推的重要意义。再次，一个多世纪以来上

海经济的成长，与高度的对外开放具有极为重要的关联。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是世界的上海，这绝不是流于形式的纸面文

章，而完完全全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经济成长的真实写照。正是在“海”一样广阔的要素高度流动和高度开放中，上海才能

在激烈的海内外竞争中永葆创新活力，在百年内崛起于中国，雄起于东亚，成为中国以至远东的工商业、金融、经济中心。最

后，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一向尊重历史并善于从历史中波取无穷的智慧和经验，开放的上海也应是

善待自身历史并擅于从历史中波取一切于己有用之物的上海。面向新世纪，再现上海雄风，再塑上海的经济功能与地位，上海

经济成长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思索和汲取。

（责任编辑：王恩重）


